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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的和平努力与以色列的选择
（1953~1956 年）∗

钱　 磊　 [埃及]穆尼尔·宰亚达

摘　 　 要: 埃及与以色列之间早期实现和平的尝试始于 1953 年 4 月纳

赛尔对联邦德国的秘密委托,中经 1953 ~1955 年的埃以缓和,终于

1956 年中东战争。 时任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曾主动回应纳赛尔的

和平倡议,联邦德国、美国、英国、联合国贵格会等多方力量也先后加入

调解,故这次和平尝试被赋予内外福祉。 但因以色列国内激进派的阻

扰和国际机遇的转瞬即逝,埃以和谈无果而终。 究其原因,本-古里安

为以色列选择了“强大”而非“承认”的中等强国之路,并在政策主导权

争夺中战胜了夏里特,从而终结了埃以实现和平的尝试。 以色列的选

择表明,霸权秩序并不必然导致稳定与和平,因其等级制结构催生的中

间等级特殊利益,往往激励一些国家全力追逐中等强国地位,并实施

“背靠霸权”的战略机会主义。 因此,将所谓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暗示为

“宪政主义秩序的初级阶段”,是很难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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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埃以之间早期实现和平的尝试即 1953~1956 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与以色列

国的秘密和平接触。 它始于 1953 年 4 月 4 日纳赛尔与联邦德国驻埃及大使冈

瑟·帕威克( Günther
 

Pawelke) 的秘密会谈,中经 1953 年 8 月摩西·夏里特

(Moshe
 

Sharett)回应和平和 1955 年 2 月的加沙袭击事件,到 1956 年 10 月苏伊

士运河战争爆发时宣告终结。 依据关键事件,这一和平尝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
1953 年 4 月至 9 月的西德调解阶段①,1953 年 9 月至 1955 年 2 月的埃以缓和阶

段,以及 1955 年 2 月至 1956 年 10 月的战前阶段。
学界对 1953 ~1956 年埃以和平尝试已有一些研究②,但主要针对 1955 ~

1956 年的战前阶段,且过于侧重于英美调解埃以和平之努力———如阿尔法

(Alpha)计划、艾登(Eden)计划、伽马(Gamma)计划和贵格会(Quakers)调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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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又称“帕威克调解阶段”。 学界一般使用“帕威克调解”专指这一时期各方调解埃以和平

的努力,因为帕威克是纳赛尔联系西方的最重要中间人。 以色列学者以赛亚 · 耶利内克

(Yeshayahu
 

A.
 

Jelinek)曾以“埃及所选择的使者(即帕威克)是一位不受以色列欢迎的纳粹主义

者”为由,为和谈失败中以色列的责任辩解。 但据施万尼茨分析,帕威克虽然参加过二战,却不是

纳粹 分 子。 参 见 Wolfgang
 

G.
 

Schwanitz,
 

“ Adenauer's
 

Botschafter
 

in
 

Kairo:
 

Die
 

geheime
 

Friedensvermittlung
 

Ägypten-Israel
 

1953,”
 

Historische
 

Politische
 

Mitteilungen,
 

Vol.
 

10,
 

No.
 

1,
 

2003,
 

S.
 

155-156。

 

相关研究参见 Elmore
 

Jackson,
 

Middle
 

East
 

Mission:
 

The
 

Story
 

of
 

a
 

Major
 

Bid
 

for
 

Peace
 

in
 

the
 

Time
 

of
 

Nasser
 

and
 

Ben-Gurion,
 

Toronto:
 

George
 

J.
 

McLeod
 

Limited,
 

1983;
 

Michael
 

B.
 

Oren,
 

“Secret
 

Egypt-Israel
 

Peace
 

Initiatives
 

Prior
 

to
 

the
 

Suez
 

Campaig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6,
 

No.
 

3,
 

1990,
 

pp.
 

351-370;
 

Wolfgang
 

G.
 

Schwanitz,
 

“Adenauer's
 

Botschafter
 

in
 

Kairo:
 

Die
 

geheime
 

Friedensvermittlung
 

Ägypten-Israel
 

1953,”
 

Historische
 

Politische
 

Mitteilungen,
 

Vol.
 

10,
 

No.
 

1,
 

2003,
 

S.
 

151 - 172;
 

Yeshayahu
 

A.
 

Jelinek,
 

Deutschland
 

und
 

Israel
 

1945 - 1965.
 

Ein
 

neurotisches
 

Verhältnis,
 

R.
 

Oldenbourg
 

Verlag,
 

2004,
 

S.
 

365-369;
 

David
 

R.
 

Devereaux
 

and
 

Cherry
 

Schrecker,
 

The
 

Formulation
 

of
 

British
 

Defense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1948 - 56,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Peter
 

L.
 

Hahn,
 

Caught
 

in
 

the
 

Middle
 

East:
 

US
 

Policy
 

Towar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45-196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James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The
 

Battl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for
 

Supremacy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Joseph
 

Heller,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48-67,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阿尔法计划主要由杜勒斯推动,时间为 1955 年 2~3 月。 其间,英美在伦敦会谈并拟定

了阿以边境地图,即“阿尔法地图”。 艾登计划开始于 1955 年 11 月 9 日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的

“市政厅演讲”,艾登呼吁在目前的边界和 1947 年巴以分治决议的基础上实现阿以和解,并在遣返

和赔偿的基础上解决难民问题。 纳赛尔表示赞同并承诺分阶段实施艾登计划,但刚刚回归总理职

位的本-古里安拒绝了这一倡议。 伽马计划于 1956 年 1 月开启,执行者是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

伯特·安德森(Robert
 

B.
 

Anderson),该计划大致保留了阿尔法计划的基本原则,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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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凸显霸权存在的道义性。 但细究埃以和平尝试的全过程,战前阶段只是这次

行动的尾声,此时埃以双方对和平均已了无诚意,故相关结论也只能佐证霸权存

在的所谓“道义”。 另外,一直以来学界对和谈失败原因的阐述中混杂着“以色列

别无选择”“纳赛尔假和平”“埃以和平缺乏内外福祉”“霸权力促和平,但埃以抗

拒和平”等政治倾向性观点,因此亟需进一步考证和客观分析。
本文从中等强国和国际秩序等级制的视角出发,聚焦于埃以早期和平尝试

的起源和高潮阶段(1953 ~1955 年),力图在《以色列外交政策文件集:1948 ~
1961》(DFPI) ①、《 联邦德国外交档案文件集》 (AAPD) ②、 《 摩西·夏里特日

记》 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等多方档案交叉互证的基础上,深究这次和

平尝试失败的原因。
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 16 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乔瓦尼·博特罗(Giovanni
 

Botero)的名著《国家之理由》。 博特罗在书中将世界

诸国划分为三种类型, 即大国 ( grandissime)、 中等强国 ( mezano)、 和小国

(piccioli),认为中等强国是“无需他国帮助、仅凭自身力量和权威即可自我矗立

的国家”。④ 其中,“自我矗立”是中等强国的立身之本,是其区别于一众小国的

关键。 20 世纪以前中等强国的角色一直被忽视,这是因为近代国际秩序奉行强

权法则,中等强国只是大国渔猎的对象。⑤ 一战结束后,中等强国概念在国际政

治话语系统中兴起,主要代指国际联盟中仅次于常任理事国的非常任理事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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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接上页注③)但艾森豪威尔增加了筹码,承诺一旦实现和平将给予埃以双方大量经济和军事

援助。 贵格会调解开启于 1955 年 4 月,始于埃及驻华盛顿大使艾哈迈德·侯赛因的请求,由联合

国贵格会计划主任埃尔莫·杰克逊(Elmore
 

Jackson)主持。
　 　 ①　

 

《以色列外交政策文件集: 1948—1961》 (Documents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Israel,
 

DFPI),由以色列国家档案馆( Israel
 

State
 

Archives)主持编撰,英文版、希伯来文版各 14 卷,于 1981
年至 2016 年间断续出版。 本文主要使用第 7 卷( 1992 年出版)、第 8 卷( 1995 年出版)、第 9 卷

(2004 年出版)和第 10 卷(2016 年出版)。

 

《联 邦 德 国 外 交 档 案 文 件 集 》 ( Akten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APD)由德国当代历史研究所(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主持编撰,1993 年后连续出

版。 本文主要使用 1953 年卷(2001 年出版)。

 

自 1953 年 10 月奇比亚事件严重破坏埃以和平接触进程开始,摩西·夏里特就执笔录

史。 1978 年后,其子雅科夫·夏里特(Yaakov
 

Sharett)以《争求和平:摩西·夏里特日记》 (希伯来

文)之名,出版了夏里特的日记。 本文使用该日记 2019 年的英文译本,参见 Moshe
 

Sharett,
 

My
 

Struggle
 

for
 

Peace:
 

The
 

Diary
 

of
 

Moshe
 

Sharett,
 

1953-1956,
 

3
 

Volumes,
 

Neil
 

Caplan
 

and
 

Yaakov
 

Sharett,
 

eds.,
 

translation
 

from
 

the
 

Hebrew,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Giovanni
 

Botero,
 

The
 

Reason
 

of
 

State,
 

Robert
 

Bireley,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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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① 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秩序规则的变化,中等强国

的数量和地位逐步提升。
对中等强国的概念界定———即中等强国与大国和小国的主要区别,学界意

见分为两派:一是规模论及其延伸而来的量化论,其认为领土、经济、科技和军力

方面的中等规模国家(Middle-sized
 

States)即为中等强国②;二是行为论,其认为

一国能否被称为中等强国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外交行为———即存在某种所谓的中

等强国外交,自我约束或被迫自我约束的中等规模国家因其缺乏对地区和国际

政治的影响力,故不能算成强国(Powers)。③ 因此,行为论更多地关注国家的外

交政策行为,而非它的规模。④

本文认为,中等强国在一战前帝国秩序下的逐渐消亡和二战后霸权秩序下

的重新兴起表明,中等强国的历史存在同国际秩序的结构和规范变迁息息相关。
长久以来,学界对国际秩序结构的认知桎梏于“大国—小国”或“首强国—二等国

家”的二等级结构,中等强国的角色常常被忽视。 但是,二战后中等强国在组建

安全同盟、稳定国际秩序、约束大国行为、贯彻地区雄心、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的

作用逐渐凸显。 因此,显然应当充分评估中等强国在二战后国际秩序结构中的

重要角色,即充分考虑“霸权国和大国—中等强国—小国”这一国际秩序三等级

结构的可能性。
在战后国际秩序三等级制的背景下,美苏两大霸权国为了竞争国际秩序的

领导权,都致力于吸纳对地区局势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中等强国加入本方阵营。
故而在地区或全球治理过程中,两国往往给予中等强国以“特殊照顾”,哪怕这种

特殊照顾有违国际正义、有损霸权威望。 因此,在战后两极格局和霸权等级秩序

下,成为中等强国意味着重大的战略利益。 霸权等级秩序理念,是理解早期埃以

和平失败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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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Carsten
 

Holbraad,
 

Middl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4,
 

pp.
 

42-56.
马宁基于量化方法,依据人口、国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等指标确定了当下的中等大国

序列,包括 32 个国家。 参见马宁:《中等强国的分化与概念重塑》,载《当代亚太》2013 年第 2 期,
第 137-140 页。

 

Andrew
 

Fenton
 

Cooper,
 

Richard
 

A.
 

Higgott
 

and
 

Kim
 

R.
 

Nossal,
 

Relocating
 

Middle
 

Powers:
 

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3,
 

p.
 

19.
 

 

Moch
 

Faisal
 

Karim,
 

“Middle
 

Power,
 

Status-Seeking
 

and
 

Role
 

Conceptions:
 

The
 

Cases
 

of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2,
 

No.
 

4,
 

2018,
 

pp.
 

34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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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纳赛尔的和平努力: 动因与意义

1953 年 4 月 4 日晚,第一任联邦德国驻埃大使冈瑟·帕威克向联邦德国外

交部第一政治部主任赫伯特·布兰肯霍恩(Herbert
 

Blankenhorn)汇报了一则秘

密消息:“新任命的埃及驻华盛顿大使艾哈迈德·侯赛因(Ahmed
 

Hussein)邀请

我到他的家中,以与自由军官委员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阿卜杜勒·纳赛尔讨论

德国对埃及的经济援助问题……会议几乎专门讨论了与以色列和平的可能性。
我被要求谨慎地确定以色列是否倾向于和平谈判、或使和平谈判的前景在适当

的时候变得有希望(基于之前的条件)……纳赛尔作为官员委员会中最有影响力

但也最激进的成员,迄今一直反对任何与以色列的谅解。 他会———而且可

以———改变这种态度,但是暂时不能向外透露。” ①此即“帕威克调解”的开端。
纳赛尔之所以选择联邦德国作为调解方,是因为这一时期联邦德国与埃及

和以色列都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 联邦德国于 1952 年 9 月 10 日签署了向以

色列政府和全球犹太人进行物质赔偿的《卢森堡协议》,一个月后(10 月 10 日)
又与埃及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德以赔偿引起阿拉伯方面的激烈抗议,期间

波恩接受了开罗的“以援助换宽容”建议,给予阿拉伯国家大量经济援助(包括援

建埃及阿斯旺和叙利亚幼发拉底河大坝的承诺),从而实现了对阿拉伯与以色列

的“平衡外交”。② 冈瑟·帕威克则在此间获得了开罗的“友谊”和“信任”。③

纳赛尔努力寻求和平的动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 1953 年前后,尚未经历接

下来三次大战浸染的阿以关系并不决然对立,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社会敌视

虽能左右政治,但仍给决策者留以政策空间。 相较于 20 世纪 70 年代,此时实现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冷和平”更具可行性。 其次,当时埃及对外战略的核心

是终结英国殖民统治,为此纳赛尔希望改善埃以关系,以影响美国政策。 以色列

外交档案记载:“埃及政府充分意识到以色列在美国圈子中的影响力,希望以色

列在埃及历史上的这一决定性时期(指英埃苏伊士运河撤军谈判)发挥影响力,

·99·

①

②

③

 

纳赛尔—帕威克会议的确切时间为 1953 年 4 月 4 日下午 2 点,地点开罗。 “Botschafter
 

Pawelke,
 

Kairo,
 

an
 

Ministerialdirektor
 

Blankenhorn,”
 

April
 

4,
 

1953,
 

Akten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ereafter
 

cited
 

as
 

AAPD),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2001,
 

S.
 

313-314,
 

Dok.
 

112.

 

Sven
 

Olaf
 

Berggötz,
 

Nahostpolitik
 

in
 

der
 

Ära
 

Adenauer: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1949-
1963,

 

Droste,
 

1998,
 

S.
 

339-340;
 

“Staatssekretär
 

Hallstein
 

an
 

Staatssekretär
 

Westrick,
 

Bundesminis-
terium

 

für
 

Wirtschaft,”
 

January
 

29,
 

1953,
 

AAPD,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2001,
 

S.
 

122-
124,

 

Dok.
 

41.

 

Wolfgang
 

G.
 

Schwanitz,
 

“Adenauer's
 

Botschafter
 

in
 

Kairo:
 

Die
 

geheime
 

Friedensvermitt-
lung

 

Ägypten-Israel
 

1953,”
 

S.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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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埃及的要求。” ①最后,1952 ~1954 年间埃及政坛正处于纳赛尔与纳吉布

(Muhammad
 

Naguib)“双元领导”的局面,纳吉布坚持反以立场,经常在报纸上发

表激进言论指责“以色列从阿拉伯人那里窃取了部分家园”。 与之争夺领导地位

的纳赛尔则反其道而行之,希望通过缓和埃以关系来拓宽埃及的外交战略空间。②

纳赛尔—帕威克会谈开启的埃以早期和平尝试,对阿以冲突与和平的历程

有重要意义。
首先,帕威克调解是一次由埃及方面推动的秘密外交。 在当时阿以舆论冲

突和社会对立的大背景下,只有秘密外交才能展现各方领导层的真正意愿,并为

埃以和平奠定真正坚实的基础。 而且,被视为反对以色列强权之旗手的纳赛尔,
竟主动通过第三国秘密接触以色列并探究埃以和平的可能性,这在世人眼中是

难以想象的。 帕威克调解的真实存在,颠覆了人们对纳赛尔在阿以冲突与和平

中作用的认知,“以色列别无选择” ③的观点因之难有说服力。
其次,这次接触既是一场顶层外交,也是埃及新政府的一次集体行动。 帕威

克调解来自纳赛尔的亲自委托,而埃方委托人和知情者囊括了当时和接下来二

十年里埃及对外关系的几乎所有决策者。 纳赛尔—帕威克会议的参与者包括新

上任的埃及驻美大使艾哈迈德·侯赛因、负责英埃谈判的埃及苏丹问题专家萨

拉赫·萨利姆 ( Salah
 

Salim) 和埃及巴勒斯坦问题专家马哈茂德 · 里亚德

(Mahmud
 

Riad),他们是当时埃及对外关系最重要三个方向———埃美关系、埃英

关系、埃以关系的执行者。 时任埃及总统纳吉布和外长马哈茂德 · 法齐

(Mahmoud
 

Fawzi)也是谈判的知情者。④ 上述集体行动迫使纳吉布改变对埃以

和平的话语立场,1953 年 6 月他通过秘密渠道向以色列作出解释:“纳吉布希望

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并说他最新的反以色列言论是为了阿拉伯国内的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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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须向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展示埃及与他们一起对抗以色列的立

场。”
 

①英美学者一直以来致力于宣传“1955 年后英美在促进埃以和平方面的努力

和埃以双方的抗拒”,但英美的努力事实上只是这次埃以和平尝试的尾声。 所谓

“霸权促和平、埃以却抗拒和平”显然并不正确,埃及的和平意愿是“内生的”,而非

英美“催生的”。
再次,为加强帕威克调解的说服力,开罗配套重启了多条埃以沟通渠道。 法

鲁克王朝末期,以色列就曾多次通过“巴黎接触” ②和“阿兹米接触” ③向埃及发送

过或秘密或公开的和平倡议,但多属试探性质。 1953 年 4 月 4 日帕威克调解开

启后,埃及主动重启这两条早已搁置的沟通渠道。 在巴黎接触方面,1953 年 5 月

13 日萨迪克再次与迪冯会晤并传达了纳赛尔的口信:“我(纳赛尔)再次承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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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这是第二次巴黎接触。 此后,迪冯的“埃及友人”又变为苏伊士运河公司主管、埃及工商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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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3 月 17 日,埃及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马哈穆德·阿兹米(Mahmud
 

‘Azmi)
在纽约与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吉迪恩·拉斐尔(Gideon

 

Rafael)的会面,是为阿兹米接触的肇始。
在这次接触中,阿兹米提到:“以色列对埃及态度改变的所有暗示和报道都过于重视。 关键人物是

国王(指法鲁克国王),他对以色列的仇恨坚定不移。 只要他的观点没有变化,就没有人敢对以色

列采取任何步骤。”埃及七月革命废黜了法鲁克国王,埃以接触最大的阻碍被移除。 8 月 14 日,阿
兹米再次接触什缪尔·迪冯,强调“尽管气氛稍有改善,但时间对以色列与埃及的和解并不有利”,
并劝告以色列“现在不要宣布和平意向”。 10 月 29 日第三次阿兹米接触时,拉斐尔感觉到“与以

前相比,阿兹米对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达成协议的前景以及埃及加入地区防卫组织表示了极大的乐

观”。 1952 年末,阿兹米接触同样中断。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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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以色列没有侵略意图,我很高兴以色列政府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接受了我

们的对话。” ①在阿兹米接触方面,1953 年 6 月 8 日阿兹米在日内瓦带来了总统纳

吉布“希望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新表态。② 以色列档案中也明确提到:“以色列

获得了多条(关于和平的)信息,或直接或拐弯抹角的。” ③这些行动表明,埃及人

的和平意愿是真诚的。
最后,波恩政府成功促成美国政府的干预和施压,从而令各方的和平意愿在

华盛顿交汇,并获得“霸权的加持”。 4 月 4 日接到冈瑟·帕威克的汇报后,深感

重担在肩的联邦德国外交部开始全力接触以色列方面。 一方面,当时联邦德国

总理阿登纳和以色列外长摩西·夏里特均在美国访问,故外交部紧急通知阿登

纳代表团接触以色列方面,以探讨埃以和平的可能性。 阿登纳代表团则迅速将

信息通报给美国政府,从而促成了美国介入埃以和谈进程,此即“华盛顿行动”。
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直接联系了刚刚履职的以色列驻联邦德国购货代表团团

长菲利克斯·辛纳尔(Felix
 

Shinnar),希望其直接向国内汇报埃及的和平意愿,
此即“科隆行动”(因购货代表团驻地在科隆市)。

综上所述,由纳赛尔—帕威克会谈开启的埃以早期和平接触,是不缺内外福

祉的。 而且,不同于 1949 年叙利亚向以色列提出的和平倡议④,和同一时期约旦

与以色列就瓜分约旦河西岸的策略性和解⑤,埃及的和平目标在道义上不存在致

命缺陷。 从后续历史经验来看,埃以和平也是决定阿以冲突与和平的关键维度,
是一种关键性和平。 正因如此,两国早期和平尝试的无果而终更令人惋惜。 本

文的目标,则是探究埃以早期和平尝试失败的原因。

二、 直面和平: 本-古里安的抗拒与夏里特的回应

埃以之间实现和平的尝试在 1953 年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新希望与更多失

望的辗转反复。 在这期间,本-古里安和摩西·夏里特的政策分歧逐渐扩大,并
催动以色列政坛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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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古里安的抗拒

1953 年 4~7 月,在本-古里安主导下,以色列政府对埃以和平秉持一种抗拒

的态度,致使帕威克调解的两大行动(“华盛顿行动”和“科隆行动”)均告失败。
首先是“华盛顿行动”的失败,即美国介入和调解的失败。 1953 年 4 月 6 日

联邦德国外交部第三部门(国别事务部)主任西奥多·库尔特(Theodor
 

Kordt)即

致信阿登纳告知埃及方面的请求,同时请示:“是否回应埃及的请求,是否告知此

信息给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以便(埃以)直接接触。” ①4 月 7~8 日,阿登纳先后会

晤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 联邦德国和美国外交档案中对这两

次会谈的记载没有涉及阿以和平问题。② 但在以色列外交档案中,可以明显看到

“华盛顿渠道”产生的影响。
以色列外交档案显示,4 月 7 日上午艾森豪威尔与阿登纳会晤之后,正在华

盛顿访问的以色列外长摩西·夏里特紧急召集以色列在美外交官开会,专门讨

论阿以和平问题。 会议得出结论:“白宫有一种趋势,认为应该为和平做出让步

的是以色列。 因此,最好不要为和平太出力,以免受到外界的干预。” ③4 月 8 日,
摩西·夏里特和阿巴·埃班直接与杜勒斯和美国助理国务卿亨利·拜罗伊(Henry

 

A.
 

Byroade)进行了对话。 在这次会谈中,摩西·夏里特强硬表态:“只有通过武

力,美国人才能对以色列实施强制领土变更”,这迫使拜罗伊不得不在晚间会餐时

郑重声明“关于领土变更问题,他没有计划,也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相关授权。”④

以色列“拒绝开启任何形式的边界谈判”,并非是因为埃及的条件不可接受。
后来的传闻曾言“埃及希望得到占以色列领土面积一半以上的内盖夫沙漠” ⑤,但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埃及的核心诉求是在埃拉特港以北划两个三角形领土分归

埃及和约旦,以实现两国的陆上接壤,同时保留以色列本土与埃拉特港的陆上交

通,此即“埃约走廊计划”。 埃方认为,“失去几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以色列没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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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但走廊将恢复阿拉伯人失去的领土连接感” ①。 埃及的这一条件后来为英美

所接受,被列入 1955 年 1~2 月的“阿尔法计划”中,并成为战前阶段美英调解埃

以和平的“预设谈判条件”。 这说明埃及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认同基础。
而且,夏里特在 1953 年 3 月即思考过边界谈判问题:“在遥远的未来,最终可能会

以埃拉特的妥协而告终……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②夏里特执政后,以色列更是

抛弃了在边界谈判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 在以色列外交部重拟对阿拉伯政策的

巴黎会议(1953 年 8 月 25~26 日)和耶路撒冷会议(1953 年 9 月 7 日)上,多数

代表支持就边界问题与埃及谈判,并且强调“适当提出以色列的领土主张,以增

加谈判优势”。③ 这表明以色列是可以放弃“领土不可谈判原则”的。
但是,1953 年 4 月时以色列政府仍处于本-古里安的主导下,而他的不妥协

态度最终导致美国的介入毫无成效。 5 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开启的中东之行,对
推进埃以和平也没有太大直接作用。 在杜勒斯前往中东之前,以色列政府已经

定下了基调:“必须重申以色列的观点,即美国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是帮助各方

团结起来并敦促和平,但不预先确定解决的条件和要素。” ④这一基调表明,以色

列否决了美国在埃以和平问题上的“调停权”。
其次是“科隆行动”的无果而终。 4 月 28 日,帕威克接到纳赛尔秘密委托的

24 天后,德国外交部国别事务部一等参赞库尔特·门泽尔(Kurt
 

Munzel)经布兰

肯霍恩允许,接触了以色列驻德购货代表团团长菲利克斯·辛纳尔,告知了埃及

人的和平意向。 门泽尔提到:“辛纳尔部长首次拜访了我。 我利用机会向他透露

了驻埃大使帕威克关于埃及政府确切的和平意愿的电报,以及德国参与方的可

能估计。 辛纳尔对这个提议的第一反应就是 4 月 6 日的‘关于以色列问题的决

定’电报(第 97 号电报) ⑤,完全是个幻想。 他声称将联系政府询问对此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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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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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
 

468.

 

Zaki
 

Sh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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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200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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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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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8,
 

pp.
 

304-309,
 

Doc.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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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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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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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5,
 

1953,
 

DFPI,
 

Vol.
 

8,
 

pp.
 

176-177,
 

Doc.
 

196.

 

这是冈瑟·帕威克就埃以和平问题发往波恩的第二份电报,记载了纳赛尔关于埃方在阿

以领土划分问题上的“决定”。 该文件未载入《联邦德国外交文件集》 (AAPD) 1953 年卷,但沃尔

夫冈·施万尼茨在联邦德国档案馆中发掘了它。 参见
 

Wolfgang
 

G.
 

Schwanitz,
 

“ Adenauer's
 

Botschafter
 

in
 

Kairo:
 

Die
 

geheime
 

Friedensvermittlung
 

Ägypten-Israel
 

1953,”
 

S.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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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并告知我过程和结果。” ①
 

但是直到 5 月中旬,波恩仍未取得以色列的回应。 对此,布兰肯霍恩和西奥

多·库尔特不得不再次提醒辛纳尔。② 6 月 11 日,阿登纳召见辛纳尔,进一步询

问“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以及和平的前景”。 但辛纳尔只给出模棱两可的回

复称:“以色列对和平的愿望毋庸置疑,但是必须基于阿拉伯国家的态度、根据局

势发展来看待这个问题。” ③
 

6 月中旬,波恩发言人赫尔曼·福格特(Hermann
 

Voigt)发现辛纳尔仍未给

出任何反应。 7 月 2 日,纳赛尔再次会见冈瑟·帕威克,其间请求波恩告知自己

“以色列人对埃及人最高机密提议”的态度,以便第二次推动和解。④ 但在 7 月中

旬,赫尔曼·福格特指出以色列方面至今未发表任何评论,故而无需再做期待。
因此,在 7 月 24 日帕威克与纳赛尔的会谈中,已没有再讨论埃以和谈问题。⑤

 

由此,至 1953 年 7 月底,联邦德国和埃及方面都已经确认,两国向以色列发

出的和平意向无果而终。 7 月 31 日,西奥多·库尔特致外交部国务秘书瓦尔

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的通讯中明确提到:“应该记住,阿卜杜勒·纳赛

尔在 4 月份希望帕威克大使帮助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但行动已经失败。” ⑥

(二) 夏里特的回应

1953 年 8 月,在埃及、联邦德国和美国的耐心耗尽之后,以色列却突然对埃

以和平倡议做出回应,着实出人意料。 8 月 16 日,刚执掌以色列政权不久的摩

西·夏里特突然致信驻科隆代表团副团长哈伊姆·亚希勒(Chaim
 

Yahil) ⑦,指
示其“会见布兰肯霍恩”,以探查:“(1)埃及致力于同以色列达成一份协议的目

的是什么? (2)埃及希望达成和平的谈判或其他途径何时开启? (3)埃及希望用

何种方式达成和平? (4)在何种情况下埃及同意达成最终的和平条约?” ⑧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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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示之外,夏里特还向亚希勒发送了一则消息,以解释为何授权亚希勒作为“唯一代

表”去接触布兰肯霍恩———因为这是一场政治任务,与德以赔偿这一经济任务无关,而亚希勒则是

外交部派驻西德的代表。 指示中的言语表明夏里特对辛纳尔的信任感不强,因为后者显然更乐于

听从本-古里安的命令。

 

“M.
 

Sharett
 

[Tel
 

Aviv]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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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283-284,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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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尽管埃及和联邦德国已经放弃帕威克调解,但以色列重新捡起了它。
特拉维夫就和平倡议做出回应的前置条件,是 1953 年夏以色列政府的权力

交接。 1953 年是以色列独立建国五周年,因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国民生活水平下

降、拟颁布的《国家教育法》 引发争议等原因,本-古里安逐渐退出正式职务。
1953 年夏天本-古里安即以休假的名义远离政治,年底正式提出辞职。 1954 年 1
月,夏里特继任总理职位。① 而自 1953 年 6 月开始,以外长夏里特就开始逐渐接

管总理职责。 在此之前,夏里特不得不依照本-古里安制定的外交战略行事。 在

这之后,夏里特主导了以色列的外交方向,不再请示本-古里安。 本-古里安与夏

里特的权力交接,为埃以和平带来了契机。
1953 年 8 月 16 日夏里特致亚希勒的电报并非以色列态度转变的孤证。 早

在 7 月 30 日,以色列外交部特殊事务司顾问鲁文·希洛亚就秘密指示以色列驻

法大使什缪尔·迪冯与阿卜杜勒·萨迪克再次接触,以传达以色列对埃及近期

行为的“认同”,并告知“以色列准备派遣迪冯去埃及进行会谈”的愿望。② 这种

使用多条秘密渠道释放善意的行动表明,以色列的回应也是真诚的。
夏里特改变对埃政策后,几乎立刻就遭到阿以边境冲突的困扰。 8 月 28 日,

夏里特致信亚希勒的不到两周后,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领导的以色列

国防军 101 部队越过埃以边界,袭击了加沙的贝鲁杰(El-Bureij)难民营,造成 30
余名平民伤亡。③ 9 月 1 日,针对贝鲁杰袭击事件,马哈穆德·阿兹米与迪冯进行

了接触,要求以方解释“袭击加沙难民营的动机”,询问这是否反映了以色列“对

边界现状的不满”。 为此,夏里特不得不与以色列军方进行沟通和施压,同时指

示驻法大使迪冯向阿兹米解释:“经混合停战委员会调查,以色列国防军没有参

与这一事件。”阿兹米对此表示理解,并承诺回国说服总统纳吉布和外长马哈茂

德·法齐,以促成埃以高层直接磋商,并约定在 9 月 10 日从开罗返回并带回答

复,④但这一约定最终没有实现。
为了统一思想并推动埃以高层和谈,摩西·夏里特随即于 9 月 7 日在耶路撒

冷召开以色列外交事务最高级别讨论会。 为了削弱本-古里安的影响,会议被定

义为“外交性质”,因而不仅身为前总理的本-古里安未被邀请参加,他的坚定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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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者国防部长平查斯·拉冯(Pinchas
 

Lavon) 和总参谋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也被排除在外。① 会上决定对以色列周边战略进行适当调整,而推动埃以

高层直接谈判则是会议重点。 但夏里特也强调:“以色列没有幻想可以迅速获得

和平。 如果以色列成立仅仅五年之后就达成和平,那将是一个奇迹。” ②另外,会
上推翻了本-古里安时期坚持的一系列强硬对阿政策,决定“致力于通过外交谈

判解决阿拉伯人经济封锁问题和苏伊士运河封锁问题”“考虑给予巴勒斯坦难民

以赔偿金”“致力于说服美国发挥关键中介作用”等。 这些政策调整表明,以色列

方面已经对埃以会谈有了心理预期,并拟定了大致的让步条件。
夏里特就埃以和平的回应表明,以色列并非别无选择,也不是从未选择过另

一条道路,只是那条道路终被抛弃。 夏里特就埃以和平做出回应后,埃以高层直

接谈判一度接近实现,但终因此起彼伏的边境冲突而被搁置。

三、 滑向深渊: 埃以关系由缓和到冲突

如果说夏里特就埃以和平做出回应是埃以关系缓和的高潮,那么这个高潮

无疑是短暂的。 高潮过后,夏里特与纳赛尔尽力维持着埃以关系的大体缓和和

“斗而不破”。 但是三个因素瓦解了双方的努力,即阿以边境冲突、贝特·加利姆号

事件和开罗间谍案。 其它因素如巴勒斯坦难民安置和回归故乡问题、1953 年 6 月

以色列外交部迁入耶路撒冷问题③等,则在冲突与缓和的反复中退居次要地位。
(一) 埃以高层谈判的搁置

1953 年 8 月 28 日的贝鲁杰难民营袭击是阿以边境冲突重燃的开始,但夏里

特迅速通过外交接触消除了影响。 9 月 10 日,阿兹米未能出席与以色列驻日内

瓦代表梅纳赫姆·卡哈尼(Menachem
 

Kahany)的会晤。 而熟悉阿兹米“习惯”的
卡哈尼表示担心,认为阿兹米“可能受到其上级的负面回应,甚至被指示中断与我

们的所有联系”。④ 对此,夏里特政府挟“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问题”反向施压。
9 月 8 日,一艘最终目的地是肯尼亚的船只运载以色列货物从海法前往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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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后在塞得港被扣押。 埃方理由是在以色列港口之间运送货物的船只不得通

过苏伊士运河。 借此机会,顶着美国政府强烈反对的压力,夏里特威胁埃及要将

运河自由通航问题提交联合国。 这一威胁的实质,是表达以色列介入英埃苏伊

士运河撤军谈判的可能性。 一旦以色列指责埃及违反《1888 伊斯坦布尔公约》,
并将运河自由通航问题提交联合国,势必会损害埃及对苏伊士的合法诉求,从而

成为英国继续占有和管理苏伊士运河的重要筹码,进而可能逆转埃及的非殖民

化进程。
以色列的外交威胁迅速起到效果。 9 月 14 日,阿兹米重新恢复了与以色列

的接触,代表埃及对“运河自由通航问题提交联合国”表达了担忧。① 9 月 23 日

以色列欣喜地发现,“开罗方面已做好和谈准备。” ②埃方拟任命的代表是巴勒斯

坦问题专家马哈茂德·里亚德,而以方则选择了驻法大使什缪尔·迪冯。③

但是,新一轮的边境冲突令埃以高层会谈被持续搁置。 9 月中旬,以色列国

防军进入加沙的奥贾(‘Auja)非军事区④并摆出长期驻扎的姿态,动摇了埃以停

火原则。 9 月 28 日,以色列国防军宣称“非军事区是分离部队的措施,但非永久

存在的物理边界” ⑤。 9 月 30 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再次表示:“非军事区是以

色列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⑥这一系列动作加剧了埃以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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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9 月 8 日,一艘运载以色列货物从海法前往埃拉特和肯尼亚的船只在塞得港被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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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1949
 

年战争期间,阿拉伯城镇阿什凯隆(Ashkelon)的大多数居民逃往加沙地带。
1950 年,阿什凯隆吸引了从加沙地带的渗透者,主要目的可能是探亲或寻回曾经的财产。 以色列

方面指责他们偷窃和走私,遂将该镇的其余阿拉伯人口(约 2,000~2,500 人)驱逐至加沙地带,少
数与以色列合作的居民则被转移到拉姆勒镇。 渗透者中包括阿扎兹梅(Azazmeh)贝都因部落的

许多成员,他们居住在非军事区中的奥贾。 鉴于阿扎兹梅部落骚扰其他贝都因部落并偶尔破坏以

色列目标,以色列当局将其视为常年滋扰者。 1953 年 9 月,达扬命令将之继续向西驱逐,行动由阿

里尔·沙龙指挥的 101 部队进行。 此即奥贾冲突的起因。 参见 Moshe
 

Sha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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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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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阿卜杜勒·萨迪克再次与什缪尔·迪冯接触,带来了纳赛尔“希

望以色列认真对待埃以对话”的委婉警告。① 10 月 11 日,萨迪克又带来纳赛尔

进一步表态:“在目前情况下,由于所有努力都旨在解决苏伊士问题,因此无法安

排进行基础性对话的会议。 解决苏伊士问题后,埃及方面才能将注意力转移到

困扰许久的其他问题上,其中以色列居于首位。” ②此表态相当于暂停了埃以高层

会谈的计划,但仍留有余地。
在纳赛尔保有余地的同时,以色列激进派的行动导致冲突再次升级。 为报

复约旦渗透者在雅胡德袭击并杀死 1 名以色列母亲和她的 2 个孩子,以色列 101
部队于 10 月 13 日越过边界攻击约旦奇比亚村庄,造成 42 名约旦平民死亡、15
人受伤、41 所房屋被炸毁。③ “奇比亚行动” (Qibya

 

Operation)引发了阿拉伯人

和世界舆论的热议,并将开罗政府置于内外压力之下。 面对压力,开罗政府最终

做出撤销埃以高层秘密会谈的决定。 1953 年 11 月 31 日,埃及通过阿兹米接触

告知吉迪恩·拉斐尔,“埃及政府曾有机会同意与以色列授权代表举行秘密会

议,但奥贾争端,尤其是奇比亚行动,已使这种可能性付出了代价”。④ 这一表态

将埃以高层秘密会谈“判了死刑”。
从贝鲁杰事件到“奇比亚行动”,以色列激进派制造边界冲突倒逼夏里特政

府成为常态,其幕后直指退隐于内盖夫的本-古里安。 本-古里安与夏里特的政

策分歧,也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 埃以关系缓和的终结

“奇比亚行动”之后,纳赛尔与夏里特在国际舆论和国内政坛双重压力下,还
维持了一定频度的通信。 在 1954 年,纳赛尔与夏里特之间的通信成为埃以关系

的稳定剂,也是埃以缓和的标志。 但此时,纳赛尔无疑已放弃对埃以和平的“期

许”,而夏里特则致力于不使埃以关系滑向深渊。
恰在此时,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权(以下简称“自由通航权”)问题成为埃以

矛盾新的增长点。 运河自由通航权一直是以色列政府矢志不渝的外交工作方

向。 二战之后,英国主要控制着运河的运行,对以色列船只悬挂他国国旗通过运

河秉持默许的态度。 1952 年埃及革命后,自由军官政府致力于埃及的去殖民化,
因而强烈要求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区,甚至为之放弃对苏丹的主权要求。 在美

国的压力下,英埃苏伊士撤军谈判不断取得进展,而以色列政府对运河自由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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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担忧与日俱增。 在谈判过程中,英国拒绝将以色列的运河自由通航权纳入英

埃协议条款①,这意味着以色列需要自己去解决问题。 1954 年 1 月 28 日,夏里特

政府正式将苏伊士运河和埃拉特海峡自由通航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 2
月 5 日,安理会就此问题公开辩论。 3 月 29 日安理会进行表决,苏联否决了该提

案,致使以色列的外交努力无功而返。②

1954 年 7 月 31 日,英埃谈判取得阶段性结果,双方草拟了撤军协议。 以色

列立刻向英国再次提出运河自由通航纳入英埃协议的主张,但再次遭到英国拒

绝。③ 对此,以色列激进派随即作出加剧局势的决定,即“货船试探方案”。 该方

案由以色列驻英大使埃利亚胡·埃拉斯(Eliahu
 

Elath)于 1953 年 9 月提出,旨在

“派遣一艘悬挂以色列国旗、但装载停战协定允许范围内货物的船只穿过苏伊士

运河,迫使埃及人采取行动。 如果埃及扣押这艘船,则将运河自由通航问题提交

联合国安理会讨论” ④。 1954 年 8 月 3 日,以色列国防部私下就“货船试探方案”
拟定细节。⑤ 9 月 9 日,国防部长拉冯与参谋长达扬私下协商后,决定执行该计

划,并选择了停留在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的贝特·加利姆号(Bat
 

Galim),令之于

9 月 14 日挂以色列国旗通过苏伊士运河驶往海法。⑥ 事后调查发现,总理摩西·
夏里特对拉冯和达扬的密谋完全不知情。⑦ 埃及一如预期地扣留了贝特·加利

姆号,而以色列政府则在 10 月 12 日将苏伊士自由通航提交安理会讨论。⑧

贝特·加利姆号事件标志着以色列对埃及非殖民化进程的正式干涉,因而

加剧了埃以冲突。 它同时导致纳赛尔对夏里特掌控以色列政坛的能力失去信

心,埃以缓和也因此失去了顶层的推动力。 几乎同时发生的开罗间谍案,则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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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垮埃以缓和的最后一根稻草。
早在 1951 年,以色列国防部情报部门就在埃及建立了一个秘密网络,驻点分

别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由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的成员组成。 1954 年 7 月,处于

休眠状态的间谍网络被秘密唤醒,犹太青年先后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邮政信箱、
图书馆等处投放燃烧弹。 7 月 23 日针对开罗和亚历山大英国人电影院的袭击行

动,因燃烧弹提前自燃而失败,随后 11 名袭击者被捕。 以方在事后追责时发现,
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冯和情报部门长官本雅明·吉夫利(Binyamin

 

Givli)负有主要

责任,总理兼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和国防部负责外交事务的相关人员对此次

行动均不知情。①

开罗间谍案造成的损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却处于英埃谈判的关键时期,
因而引发开罗和伦敦方面的疑虑,以至夏里特不得不全力纾解舆论和外交压力。
这种压力在 1954 年 10 月 19 日英埃苏伊士撤军协议正式签署后达到顶峰。 纳赛

尔渐趋强硬的态度,迫使夏里特不得不以极低的姿态推进两人间的通信。 世界

犹太人大会英国分部执行委员会成员、英国议员莫里斯·奥尔巴赫(Maurice
 

Orbach)是最主要的中间人。 11 月 30 日,夏里特与奥尔巴赫会面,希望后者帮助

说服纳赛尔“不对以色列间谍做出死刑判决”,以免断送埃以缓和。② 12 月 22
日,纳赛尔也曾向奥尔巴赫承诺:“自己将竭尽全力确保不会有煽动性的判决。” ③

但在 1955 年 1 月 31 日,两名落网间谍摩西·马尔祖克(Moshe
 

Marzouk)和什米

尔·阿扎尔(Shmuel
 

Azar)仍被开罗地方法院判处绞刑。
领导人私人通信中的低姿态未能获得纳赛尔的认真对待,似乎佐证了本-古

里安强硬战略的合理性,而这带给夏里特以巨大的幻灭感,并体现在夏里特的日

记中。④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一些温和派也因之信念动摇。 亲自前往伦敦邀请奥

尔巴赫调解埃以矛盾的吉迪恩·拉斐尔,就曾满怀悲怆地指出:“这(死刑判决)
是一种痛,使努力平息局势并增进(埃以)关系之人倍感失望。 这个判决显示出

埃及也是不可信任的。 显然,人们不能在失望和绝望中改变政策,但即使我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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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一个章节,也不能马上烧掉整本书。 谁知道何时何景我们需要再打开它?” ①

死刑判决带来的幻灭感促成了摩西·夏里特的自我放逐,致使以色列政坛

权力结构发生调整,强硬派本-古里安重返政坛,夏里特与纳赛尔之间的通信则

宣告终结。 1955 年 2 月 2 日,因御下不严而对间谍案负有责任的国防部长拉冯

宣布辞职,同一天夏里特与果尔达·梅厄前往拜访赋闲的本-古里安。 因此也有

学者认为,“拉冯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击败了夏里特,迎回了本 -古里

安”。② 2 月 18 日,拉冯的辞职被接受,本-古里安则成为新的以色列国防部长。
十天之后的 2 月 28 日,以色列国防军越过埃以停火线袭击了加沙地区的埃及陆

军司令部,打死 38 名埃及士兵和平民。③

加沙事件既是埃及共和国走向扩军备战的起点,也是埃以关系走向对立、对抗

的转折点,它为 1953~1955 年埃以早期和平接触画上了事实上的“句号”。 加沙事

件之后,尽管埃及方面还通过美国贵格会接触以色列,但此时埃以双方的接触是既

无诚意、也无行动,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战术欺骗。④ 美国和英国对推动埃以和解也

失去了动力。 时任英国驻以色列大使甚至批评道:“犹太人 2500 年历史酝酿的情

结使以色列国患有精神病,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以色列很可能自取灭亡。”⑤

加沙袭击事件两个月后,纳赛尔在万隆会议上接触了周恩来,从而与苏联取

得联系。 9 月,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与埃及签订武器交易协议。⑥ 苏埃武器贸

易导致美埃关系迅速趋冷,而中东局势也演变成苏联—埃及联盟与美国—以色

列联盟对抗的格局。
纵观埃以早期和平尝试的第二阶段(埃以缓和阶段),在摩西·夏里特追求

和平之时,以色列激进派制造了一系列反向激化埃以矛盾的事件。 这些事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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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都有本-古里安及其追随者(拉冯、达扬和沙龙)的身影。 这意味着本-古里安

与夏里特的政见之争已经演化为不可共存的战略矛盾,而本-古里安及其追随者

则致力于运用一切手段限制、反对和破坏夏里特的政策。 而曾任英国外交大臣

并亲涉英埃谈判的安东尼·纳丁(Anthony
 

Eden)则批评本-古里安唆使间谍袭

击开罗和亚历山大是一个“笨拙的举动”。①

四、 以色列的选择: 本国强大而非被“承认”

1955 年 11 月,本-古里安重新成为以色列总理,在他的挽留下夏里特继续担

任外交部长,但两人对以色列国家未来方向的分歧已根深蒂固。 1956 年 6 月 18
日,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四个月前,夏里特宣布辞职以抗议本-古里安的好战

政策。 9 年之后,1965 年 2 月召开的以色列工党第十届大会上,在列维·艾希科

尔、果尔达·梅厄等人的瞩目下,轮椅上的夏里特发起了对本-古里安最后一次

重大政治攻击。 在夏里特演讲的影响下,与会代表投票反对本-古里安,致使后

者黯然离开工党。 5 个月后夏里特逝世,而本-古里安则与摩西·达扬、西蒙·佩

雷斯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以色列工人党( Israel
 

Workers'
 

Party),但规模很小,
无法形成影响力。② 1973 年,本-古里安逝世。

以色列新史学代表人物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曾认为,本-古里安顽固

坚持强硬政策,对和平不屑一顾,致力于通过战争迫使阿拉伯人接受以色列的存

在和国家主权,这是埃以和平接触失败的根本原因。③ 同样的逻辑,还有一派学

者认为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以色列国家领导人存在“决策非理性”。 这些将本-
古里安激进战略全盘否定的看法,本文并不完全认同。

夏里特和本-古里安的政策分歧,归根到底是对以色列国家利益和地区地位

的追求不同。 夏里特抱有以色列成为“正常国家”的朴素愿望,希望通过埃以和

平来实现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承认”。 而这种“承认”的最大障碍是以色列对巴

勒斯坦国领地的无认可占领,因此边界谈判势在必行,而以色列不能在该问题上

过于咄咄逼人。
但本-古里安却有不同看法,他将“利益”置于以色列对外战略的核心位置。

1952 年 10 月,为应对埃及七月革命带来的中东地缘政治新变化,以色列召开周

边政策和外交战略制定会议,会上本-古里安着重强调:“以色列政策的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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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第一是以色列的利益,第二是与美国犹太人的关系,以及与美国政府的关

系,第三才是与阿拉伯人的和平。” ①沙巴泰·特维斯(Shabtai
 

Teveth)研究本-古
里安执政历程时也发现,对以色列国家利益的坚定追求是本-古里安对外战略的

逻辑出发点。② 在本-古里安眼中,纳粹大屠杀记忆和美以同盟关系已确保了以

色列的安全,而以色列的利益则需要自己去争取,因为美国不会时刻照顾以色列

的特殊需求。 因此,“自力更生”是以色列国家强大的必由之路,而“和平”则需为

以色列的“强大”让步。 这种对强大和自力更生的追求,最终将以色列导向一条

地区中等强国之路。 而本-古里安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以色列在英美中东秩序

安排中的核心位置。
以色列在英美中东秩序安排中的地位,与英美中东霸权转移进程密切相关。

英美中东霸权转移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英美霸权争夺期(1945~1948 年)、英美协

调期(1948~1952 年)、英美霸权转移期(1952~1956 年)、英美权力交接期(1956
年后)。③

二战结束时,美国曾一度试图取代英国在中东秩序建构中的角色,但冷战的

爆发迅速终结了这种尝试。 1947 年 9 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提议英美审查各自在中东的立场以形成“共同政策”和“共同责任”,10 月

两国达成“五角大楼共识”。 此后美国极力配合英国的中东政策,中东由此进入

了“英主美辅”的混合霸权时期(1948~1952 年)。④ 1952 年埃及转向美国的行

为,极大地动摇了英国的权威,并刺激了美国中东政策的雄心。 艾森豪威尔政府

随即放弃了对英国中东政策的全力支持,转而绘制自己的中东秩序路线图:“首

先解决苏丹问题(结束英国和埃及对苏丹的共管);其次是英国从苏伊士运河区

撤军;第三是组建中东条约组织(取代英国的中东司令部计划),第四实现埃以和

平。” ⑤195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强迫英法撤军,从而终结

了英国中东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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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47 年英美“五角大楼共识”为分野,以色列在英美中东秩序架构中的地

位是截然不同的。 犹太人曾是英国殖民巴勒斯坦的战略伙伴,但因二战中拉拢

阿拉伯人的需要,英国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未来命运问题上分歧严重。 以 1946
年大卫王酒店爆炸案为分界线,英犹关系呈现断崖式下跌。

在美英权力争夺期(1945~1947 年),出于争夺中东地区影响力和领导权的

需要,美国将犹太人视为重要的楔子,因而给予“特殊对待”。 而华盛顿的支持,
则是犹太人在巴以分治方案中获得重大利益的关键原因,也是以色列在独立战

争中得以保存的重要助力之一。①

在英美协调期(1948~1952 年),华盛顿支持伦敦重构中东秩序,而以色列在

其中的角色地位呈下降趋势。 一方面,1948 年开始,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推进

“中东集体安全战略”,具体形式即为“中东司令部”。 1949~1950 年时,英国的

理想安排是“英国、阿拉伯联盟国家、以色列、土耳其、伊朗以及可能的希腊签署

一项全面协定,而埃及将提供基础设施(苏伊士)”;但到 1951 年上半年,由于阿

拉伯国家的反对,筹建的“中东司令部”中已经没有以色列的位置。② 另一方面,
自 1949 年起,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不断要求美国对以色

列政策与英国保持一致,而伦敦的态度明显偏向阿拉伯国家。 美国为冷战大局

不得不支持英国的主张,为此拒绝加强美以间单独协调。 1951 年 5 月本-古里安

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时,曾向美国政府询问美以战略合作的可能性,但没有收到

任何建设性的回应。③

进入英美霸权转移期(1952~1956 年)后,以色列的地位更是直线下降。 埃

及转向美国令华盛顿欣喜若狂,艾森豪威尔政府全力拉拢埃及这一极具潜力的

中等强国,以增强美国对中东秩序的影响力和领导权。 为此,美国一方面在英埃

苏伊士谈判中对伦敦施压,一方面又在其它许多地区问题上“听取”埃及的意见。
其间,以色列人发现只有自己是个“受冷落者”。④ 美国希望在阿以冲突和和平问

题上,由以色列首先让步,而不是相反。 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告诉犹太游说者阿

巴·希勒尔·西尔弗(Abba
 

Hillel
 

Silver):“没有任何办法让以色列比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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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优先权。” ①美国驻安曼大使馆也宣称:“只有以色列做出让步,和平谈判才有

可能。 以色列必须使耶路撒冷国际化,承认阿拉伯难民的返回权并进行赔偿,调
整阿以边界,否则将鼓励共产主义的传播。 而这将损害美国的利益。” ②

对以色列的诉求———如苏伊士和蒂朗海峡的自由通航权,美国则不置可否。
以色列曾多次向英国提出将自由通航权纳入英埃苏伊士撤军谈判进程,伦敦置

若罔闻,华盛顿也保持沉默。 美国甚至反对以色列将运河通航权问题提交联合

国讨论,以免影响英埃苏伊士撤军谈判进程。 这些都使本-古里安确信,只有成

为如埃及一样的“重要国家”,以色列的特殊利益才能获得“理解”,它的地区角色

才不会“可有可无”。
为了实现以色列的“强大”,本-古里安为以色列量身制定了一系列强硬政

策,包括坚定发展核武器③、通过一切渠道加强以色列军备(尤其是推动与法国的

军备交易④)、对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军备增强全力限制⑤、强力报复边境渗

透事件⑥、在领土问题上绝不妥协⑦、坚定追求以色列船只在苏伊士运河和蒂朗

海峡的自由通航权等。
为了给这一强硬政策提供社会动力,本-古里安执着地宣称:“阿拉伯人与以

色列人的对立是无可避免的,两者的利益也是此消彼长的,而以色列领导人的首

要义务就是维护以色列国家的利益。” ⑧这也是“自力更生” “以色列只能依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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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等口号在以色列社会中不断被强调的根源。 因此,和平从来不是本-古里安

首先追求的目标,它甚至可能削弱本-古里安强硬政策的社会基础。
本-古里安强硬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使以色列成为美国中东霸权的“关

键支柱”。 他曾在 1952 年向刚刚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提出“以色列可以训练 25 万

军队,并成为西方力量的一个中心”,但后者认为“尽管以色列是一个充满活力的

进步国家,但只有 140 万居民的它无法在中东区域防御中发挥作用”。① 在美国

政府心中,承担关键支柱角色的理想国家是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者埃及。 对美国

而言,只有埃及被最终证明“完全不可依赖”之后,才会考虑以色列。 1962 年纳赛

尔武装介入也门战争、武力挑战中东秩序后,美埃关系逐渐恶化,华盛顿遂开始

调整对埃及和以色列的战略态度。② 之后,美国甚至为以色列先发制人入侵埃及

的 1967 年战争“开了绿灯”。③ 1967 年战争的胜利,则彻底奠定了以色列在中东地

区不可忽视的地位。 由此,本-古里安为以色列设计的中等强国之路才最终走通。

五、 结语

1953~1956 年埃以和平尝试的失败表明,领导人对国家利益、国际冲突和全

球秩序规范的感知,以及由此激发的不同战略选择,很可能会对世界和平与稳定

起到重要影响。 纳赛尔、本-古里安和夏里特一同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

下,但对中东和平与阿以关系的未来却态度迥异,三人的关系也令人回味。 本-
古里安及其追随者认为,夏里特寻求和平“是一种激进的外交策略,不仅天真,而
且危险”。④ 夏里特则对本-古里安的强硬外交政策和独断专行充满愤懑,奇比亚

事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件事终将导致某一天的辞职。” ⑤纳赛尔则对夏里特

惺惺相惜,他在埃以缓和难以为继时发送给后者一封简短的、未签名的便条,感
谢“夏里特对埃及和平行动的回应”,并希望“以色列保有对和平的同样热情”。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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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和学界对三人的评价也存在分化。 以色列政坛常常引用“纳赛尔假和

平、真备战”的说法,一些学者也认同这种观点。①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

纳赛尔在阿以冲突中的“另一面”。 迈克尔·沙诺夫(Michael
 

Sharnoff)在研究

1967 年战争后的“纳赛尔和平”时肯定了纳赛尔对埃以和平的真诚态度,但也强

调“纳赛尔害怕公开提出这个问题”。② 贵格会的埃尔莫·杰克逊则认为:“贝京

总理和以色列人民非常需要认识到的是,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过去

30 年里(指 1953~1983 年)埃及的政策实际上比原先假象的更具连续性。” ③

对摩西·夏里特,以色列政坛和舆论中曾视他为“绥靖” 和“怯弱” 的代名

词,④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之钦佩、为之惋惜。 加布里埃尔·谢弗(Gabriel
 

Sheffer)专门为夏里特做传并题名《一个政治温和派的传记》,文中写道:“虽然在

国内外均被遗忘,但夏里特是伊休夫(Yishuv)时期和以色列第一个十年最高尚、
最率真、最温和的领导者之一。” ⑤尼尔·卡普兰(Neil

 

Caplan)整理和英译夏里特

日记后,干脆将之冠名以《争求和平》,可见他对夏里特的推崇。 阿维·施莱姆则

为夏里特辩护:“夏里特并没有幻想一次行动即可带来和平,但他为以色列提供

了另一种选择。” ⑥

本-古里安的政策和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以色列政坛的主流话语,他本人

则被认为是“坚定而积极进取的领导者,遇到风险和困难也毫不畏惧” ⑦。 但在

1965 年工党大会上,当夏里特坐着轮椅进入会场时,包括艾希科尔、梅厄在内的

与会代表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会上,夏里特激烈指责本-古里安,导致本-古里安

黯然离开工党,随后新建的以色列工人党也应者寥寥。 据此加布里埃尔·谢弗

认为,以色列政界对本-古里安的政策早有反思,并且这种反思对以色列温和派

的壮大和后续的埃以和平产生了重要影响。⑧ 阿维·施莱姆则认为“1956 年战

争不是阿拉伯战略的产物,而是以色列战略的产物”,以此强调本-古里安在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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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的和平努力与以色列的选择(1953~1956 年)

早期冲突中的责任。① 而“错过的和平”与“本-古里安的责任”之类话语的兴起,
使得本-古里安以色列与犹太复国主义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基·沙洛姆(Zaki

 

Shalom)不得不专门著书,以为本-古里安辩护。②

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本-古里安为以色列所作的战略选择无可厚非,但
它却揭示了霸权秩序等级制的结构性弊端。 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提倡者约翰·
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像帝国秩序那样,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是一种

等级性的秩序形式,但与帝国相对的是,它包含了自由主义的特征。 较弱的二等

国家在形式上是拥有主权的,对它们的控制程度和控制方式也较为松散,且不那

么正式。”
 

③在更早的《胜利之后》一书中,伊肯伯里也对国际等级制抱肯定态度:
“正因为参与战后安排的国家彼此间并不平等,所以它们才有更强的动机来达成

协议。” ④也有一些欧美学者认可国际等级制是国际秩序的基础。⑤ 但是,1953~
1956 年埃以和平尝试中以色列的选择表明,霸权等级秩序并不必然导致稳定与

和平,因其等级制结构催生的中间等级特殊利益,往往激励一些国家全力追逐中

等强国地位,并实施“背靠霸权”的战略机会主义。 故而,不能断言国际秩序中的

等级制是完全有益、充分合理的。 正因如此,将基于等级制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

暗示为“宪政主义秩序的初级阶段” ⑥,是很难成立的。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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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6 页。

 

[美]约翰·伊肯伯里:《胜利之后:战后制度、战略约束与秩序重建(修订版)》,严匡正

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viii 页。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包括卡塔·韦伯(Katja
 

Weber)、戴维·莱克(David
 

A.
 

Lake)、伊恩·
克拉克( Ian

 

Clark)、康灿雄(David
 

Kang)等,其中戴维·莱克的《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 (高婉妮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性成果。

 

伊肯伯里虽未明确主张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是历史最优选择,但他却认为“自由主义霸权

秩序优于帝国秩序,接近宪政主义秩序,且最易达到理想状态的宪政主义秩序”。 参见[美]约翰·
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第 50-61、262-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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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Colonialism
 

and
 

Egyptian
 

Politics,
 

1882 - 1952:
  

A
 

Comment
 

on
 

the
 

Theory
 

of
 

“Civilizing
 

Mission”
Abstract　 Colonialism

 

and
 

Egyptian
 

politics,
 

or
 

colonialism
 

and
 

Egyptian
 

modernization
 

in
 

general,
 

are
 

important
 

topics
 

in
 

academic
 

circle. .
 

Imperial
 

or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believes
 

that
 

the
 

East
 

is
 

an
 

uncivilized
 

land
 

of
 

“barbarism”
 

and
 

“ ignorance”,
 

thus
 

colonialism
 

cultivates
 

barbaric
 

or
 

semi
 

barbaric
 

people
 

and
 

practices
 

the
 

“ civilizing
 

mission” .
 

The
 

Modernization
 

school
 

pointed
 

out
 

that
 

colonialism
 

promoted
 

the
 

st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uch
 

as
 

Egypt.
 

The
 

mainstream
 

scholars
 

from
 

Egypt,
 

China
 

and
 

other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ruthfully
 

wrote
 

about
 

the
 

ferocity
 

of
 

colonial
 

aggression,
 

the
 

brutality
 

of
 

colonial
 

rule
 

and
 

the
 

heaviness
 

of
 

colonial
 

exploitation,
 

eulogized
 

the
 

Egyptian
 

people's
 

epic
 

anti-
colonial

 

struggle
 

and
 

the
 

successive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s,
 

while
 

recognizing
 

that
 

colonialism
 

had
 

promoted
 

moderniz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In
 

recent
 

years,
 

the
 

postcolonial
 

historiography
 

rises
 

in
 

the
 

West,
 

with
 

a
 

fragmented
 

historical
 

or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narrative
 

style,
 

exaggerates
 

parts
 

and
 

details,
 

evades
 

major
 

issues,
 

and
 

recovers
 

the
 

theory
 

of
 

“civilizing
 

mission”
 

in
 

a
 

roundabout
 

way,
 

which
 

has
 

a
 

great
 

potential
 

to
 

make
 

a
 

comeback
 

in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However,
 

the
 

hypocrisy
 

of
 

the
 

withdrawal
 

narratives
 

and
 

the
 

cruelty
 

of
 

the
 

political
 

oppression
 

that
 

repeatedly
 

emerged
 

during
 

the
 

70
 

years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over
 

Egypt,
 

the
 

“ three
 

revolutions”
 

of
 

the
 

Egyptian
 

people
 

against
 

colonialism
 

triggered
 

by
 

it,
 

and
 

the
 

continuous
 

political
 

turmoil
 

and
 

crisis
 

in
 

Egypt
 

from
 

1923
 

to
 

1952,
 

fully
 

prove
 

that
 

various
 

forms
 

of
 

“ civilizing
 

mission”
 

theory
 

is
 

a
 

false
 

narrative
 

without
 

historical
 

evidenc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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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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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gypt's
 

Climate
 

Change
 

Coping
 

Strategy
 

and
 

Its
 

Dilemm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warming,
 

in
 

recent
 

years,
 

Egypt's
 

average
 

temperature
 

remains
 

high,
 

sea
 

level
 

keeps
 

rising,
 

the
 

Nile
 

Delta
 

is
 

under
 

serious
 

threat.
 

Egypt's
 

drought
 

degree
 

exacerbated,
 

water
 

shortage
 

aggravated,
 

prevalence
 

of
 

multiple
 

diseases
 

is
 

increasing
 

and
 

endangering
 

public
 

health.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the
 

government
 

of
 

Egypt
 

established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s
 

and
 

climate
 

institutions,
 

formulated
 

corresponding
 

climate
 

policies,
 

implemente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Egyptian
 

NGO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ad
 

made
 

some
 

efforts.
 

In
 

addition,
 

Egypt
 

strengthened
 

climate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ontinuously.
 

Egypt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but
 

the
 

effect
 

of
 

climate
 

governance
 

is
 

very
 

limite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Egypt
 

in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include
 

the
 

long-term
 

marginalization
 

of
 

climate
 

issues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n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slow
 

climate
 

legislation,
 

large
 

population,
 

the
 

national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generally
 

weak
 

and
 

the
 

unfairnes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ha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climate
 

governance
 

in
 

Egypt,
 

etc.
 

In
 

the
 

long
 

run,
 

Egypt
 

will
 

face
 

severe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due
 

to
 

various
 

condition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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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Nasser's
 

Peace
 

and
 

Israel's
 

Choice,
 

1953-1956
Abstract　 The

 

early
 

Egyptian-Israeli
 

peace
 

attempts
 

began
 

with
 

the
 

Pawelke
 

mediation
 

in
 

1953,
 

passed
 

through
 

the
 

Egyptian-Israeli
 

easing
 

in
 

1953 - 1955,
 

and
 

ended
 

in
 

the
 

1956
 

Middle
 

East
 

War.
 

Israeli
 

Prime
 

Minister
 

Moshe
 

Sharett
 

once
 

responded
 

to
 

the
 

peace
 

initiative,
 

and
 

many
 

forces
 

such
 

as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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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Nations
 

Quakers
 

also
 

joined
 

the
 

mediation
 

one
 

after
 

another.
 

Therefore,
 

this
 

peace
 

attempt
 

was
 

endowed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benefits.
 

However,
 

due
 

to
 

the
 

obstruction
 

of
 

radicals
 

in
 

Israel
 

and
 

the
 

fleeting
 

of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ies,
 

the
 

Egypt-Israel
 

peace
 

talks
 

ended
 

without
 

any
 

effects.
 

Ben-Gurion
 

chose
 

the
 

path
 

of
 

pursuing
 

“ strong”
 

rather
 

than
 

“ recognition”
 

for
 

Israel,
 

and
 

defeated
 

Sharett
 

in
 

the
 

struggle
 

for
 

policy
 

dominance,
 

thus
 

ending
 

the
 

Egyptian-Israeli
 

peace
 

attempt.
 

Israel's
 

choice
 

shows
 

that
 

a
 

hegemonic
 

order
 

does
 

not
 

inevitably
 

lead
 

to
 

stability
 

and
 

peace,
 

and
 

the
 

special
 

interests
 

of
 

the
 

middle
 

class
 

spawned
 

by
 

it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ten
 

encourage
 

some
 

countries
 

to
 

implement
 

strategic
 

opportunism
 

“backed
 

by
 

hegemony” .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suggest
 

that
 

the
 

liberal
 

hegemonic
 

order
 

is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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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The
 

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
 

Dispu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Level

 

Game
 

Theory
Abstract　 In

 

East
 

Africa,
 

the
 

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
 

(GERD)
 

has
 

sparked
 

a
 

long-running
 

geopolitical
 

dispute
 

between
 

Ethiopia,
 

Egypt
 

and
 

Sudan,
 

which
 

has
 

been
 

locked
 

in
 

negotiations
 

for
 

a
 

decad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Nile,
 

Egypt
 

resolutely
 

defended
 

the
 

historical
 

water
 

rights;
 

Ethiopia
 

has
 

insisted
 

on
 

the
 

absolute
 

right
 

to
 

exploit
 

and
 

utilize
 

its
 

water
 

resourc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oad
 

to
 

national
 

rejuve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Sudan
 

has
 

changed
 

positions
 

for
 

its
 

pursuit
 

of
 

maximization.
 

In
 

addition,
 

the
 

three
 

countries
 

also
 

face
 

different
 

internal
 

game
 

situations.
 

Taking
 

the
 

Two-Level
 

Game
 

theory
 

a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and
 

the
 

GERD
 

disput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game
 

patterns
 

for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tries
 

to
 

propose
 

a
 

solution
 

mechanism
 

for
 

the
 

‘ de-
gamification’

 

of
 

Nile
 

water
 

resources.
 

Firstly,
 

the
 

three
 

countries
 

in
 

dispute
 

need
 

to
 

form
 

a
 

unified
 

position
 

at
 

the
 

domestic
 

level,
 

so
 

as
 

to
 

obtain
 

a
 

greater
 

bargaining
 

advantage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Secondly,
 

the
 

three
 

countries
 

need
 

to
 

cooperate
 

to
 

expand
 

the
 

overlapping
 

scope
 

of
 

the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thus
 

to
 

promote
 

the
 

negotiations
 

to
 

reach
 

a
 

tripartite
 

agreement
 

and
 

avoid
 

the
 

conflict
 

of
 

Nile
 

water
 

resource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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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The
 

Process,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esert
 

New
 

Towns
 

in
 

the
 

Greater
 

Cairo
 

Regio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urbanization,
 

constructing
 

new
 

towns
 

is
 

a
 

common
 

scheme
 

adopted
 

by
 

various
 

governmen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vercrowding
 

in
 

central
 

urban
 

areas.
 

Being
 

regarded
 

as
 

the
 

central
 

pillar
 

of
 

the
 

national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Greater
 

Cairo
 

Region
 

has
 

become
 

an
 

experimental
 

area
 

for
 

constructing
 

desert
 

new
 

towns
 

in
 

Egypt
 

due
 

to
 

its
 

unique
 

location
 

advantages
 

since
 

the
 

1970s.
 

So
 

far,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achieved
 

some
 

positive
 

results
 

in
 

promoting
 

national
 

affordable
 

housing,
 

industrialization,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urban
 

corridors
 

in
 

the
 

northern
 

delta
 

region,
 

and
 

played
 

an
 

additional
 

political
 

role.
 

However,
 

it
 

is
 

far
 

from
 

achieving
 

the
 

expected
 

goals
 

i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arable
 

land
 

protection.
 

The
 

low
 

population
 

inflow
 

rate
 

and
 

high
 

housing
 

vacancy
 

rate
 

in
 

the
 

new
 

towns
 

highlighted
 

the
 

resource
 

waste
 

and
 

class
 

segreg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lso
 

encouraged
 

the
 

desert
 

land
 

and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due
 

to
 

the
 

excessive
 

pursuit
 

of
 

profits
 

by
 

capital
 

under
 

the
 

alliance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model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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